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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教材编写者的“合理虚构”权 ①

王　超
（湖南科技大学 人文学院，湖南 湘潭４１１２０１）

摘　要：教材编写者按照教学大纲（亦称课程标准）的规定，根据教学的需要，有对课文进行删节、改写或加工的“合
理虚构”权。然而，近些年来人们对教材编写者“合理虚构”权的质疑之声不断。教材编写者的“合理虚构”权有其存在

的三大依据：传道的需要；授业的需要；立人的需要。教材中“中国式”的主题“文以载道”、“文质兼美”、“厚德载物”，既

是我们的过去，也是我们的现在，恐怕还是我们的将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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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材，通常指中小学的教科书或课本。作为基础教
育阶段的教学用书，教材尤其是语文教材，一直备受世人

诟病，竟至于被冠以“三聚氰胺”的恶名，而教材的编写

者，也理所当然成为千夫所指的“摧花辣笔”。有鉴于此，

笔者试以中小学语文教材为例，谈谈编写者的合理虚构

权问题，以期澄清一些甚嚣尘上的雾霾。

１　教材编写者“合理虚构”权的定义
所谓教材编写者的“合理虚构”权，指的是教材编写

者按照教学大纲（亦称课程标准）的规定，根据教学的需

要，对课文进行删节、改写或加工的权力。

“合理虚构”历来被视为语文教材的常见现象，也属

教材编写者的习惯做法与例行权力。只要翻开语文教

材，课文“有节选”“有删改”“有改动”等字眼屡见不鲜。

可见，在大纲的规定与教学的需要之下，“合理虚构”权并

非编写者的私权。长期畅通的“合理虚构”权，以前甚少

遭遇质疑或批判。然而，近些年来，随着多元时代的来

临，人本主义的风行，语文教材逐渐成为众声喧哗之地，

公婆理论之争，编写者的“合理虚构”权更是成为矛盾齐

聚、杂音充塞的复调之所。

２　教材编写者“合理虚构”权的某些质疑
对于编写者的“合理虚构”权，拥护者低调附和，中立

者缄默旁观，而质疑者队伍渐大、来势汹汹。质疑者认

为，“合理虚构”权早已沦为编写者造假的合法手段，课文

中存在许多问题。这主要体现在：

２．１　课文内容不科学不合理
主要包括情节虚假、常识缺乏、名作乱改等现象。例

如，《爱迪生救妈妈》、《华盛顿和樱桃树》等名人历史查无

实据。《悲壮的两小时》里感人的细节纯属杜撰，教材编

写者却要求学生认真学习科马洛夫的爱国主义与科学精

神。《我的战友邱少云》“烈火在他身上烧了半个多钟头

才渐渐地熄灭……直到最后一息，也没动一寸地方，没发

出一声呻吟。”这被无数人称颂的英勇细节却是严重缺乏

基本常识：正常人根本无法长时间忍受灼烧的剧痛，叫喊

和移动是自然反应。《我坐上了飞船》“飞向太空。／啊，
我看见了地球，有高山，有平原，还有岛屿和海洋。／啊！
我看见了中国，有长江，有黄河，还有万里长城。”也更是

常识缺乏：在太空绝不可能用肉眼看到高山、平原、岛屿、

海洋以及平均宽度不足１０米的长城。名篇佳作《项脊轩
志》被有意删掉了表达归有光“闻达诸侯”心声的关键一

段。诸如此类不科学不合理的课文内容，在教材中俯拾

即是。

２．２　为迎合主流意识形态而生搬硬造的伪文泛滥
这类伪文纯属主观臆想，纯粹是编写者为了进行政

治、道德说教而炮制出来的“杂取种种而为一”（鲁迅）的

“熟悉的陌生人”（别林斯基）。以人教版小学语文教科书

为例：《一面五星红旗》是爱国主义教育的经典范文，但也

是一篇为了宣扬爱国主义炮制出来的典型伪文。讲的是

一个留学美国的中国青年身披五星红旗，在某节假日独

自空手无目的漂流，先是撞到石头昏了过去，后来好不容

易爬起来找到一家乡村面包店，想买面包但没钱，店老板

想让他用五星红旗交换，但这位爱国青年毅然拒绝，最后

饿昏在小店门口，店老板被他的爱国之情打动，送其去医

院。这篇让人无语的课文，被读者讥为神奇科幻作品。

《平平搭积木》则更是引发了争议的飓风。这篇课文讲的

是一个叫“平平”的小孩用积木搭了四间房，“一间给爷爷

和他的书住。一间给奶奶和平平住。一间给爸爸妈妈住

……还有一间啊，给没有房子的人住。”质疑者猛烈抨击

教材编写者就连小孩子搭积木这样的一个简单玩乐也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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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分利用，居然拔高到了“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

士俱欢颜”的抽象高度，一个六七岁的小学一年级学生，

就这样没有了童心童真童趣，反而被戴上了一张忧国忧

民的官员面孔。诸如此类文以载道的伪文，粗制滥造，不

胜枚举。

因此，质疑者在质疑与抨击编写者“合理虚构”权的

同时，强烈建议语文教材应注重原文呈现，保持作品的原

汁原味，拒绝“合理虚构”。

３　教材编写者“合理虚构”权的存在依据
笔者以为，尽管质疑者对编写者“合理虚构”权的指

责与批判在某种程度上存在合理之处，但若用以偏概全

的眼光全盘否定编写者的“合理虚构”权，则未免有失之

偏颇的武断之嫌。编写者的“合理虚构”权有其存在的必

要性。

３．１　传道的需要：文章合为时而作
教育不可能与价值无涉，教材亦无法独善其身地价

值中立。教材作为知识的载体，所传输的知识并非是价

值中立的，而是各种阶级、政治、经济和文化因素相互作

用之后的合法知识。它或大或小、或显或隐地体现出国

家的教育目的与社会的主流价值观，履行着意识形态的

守护职能，它是知识与权力缄默的合谋。因而，教材“不

‘仅仅’是一个教育的问题，而且从本质上讲也是一个意

识形态和政治的问题”［１］。

我国的中小学语文教材，作为国家制度的合法产品，

其课文的选编首先是与我国的主流意识形态、政治思想

紧密联系在一起的。笔者此文中所谓的传道，指的是传

播我国的主流意识形态与政治思想，主要包括社会主义、

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等政治性内容，而这些内容则是我国

历史传统与时代精神的结合物。可以说，教材课文中这

种形而上的道，是“镶嵌在活的东西上面的机械的东

西”［２］，是“有选择的传统”。这种有备而选的教材、为时

而编的课文，决定了教材编写者必然要根据国家的需要、

时代的要求，对所选课文进行精挑细选乃至一定程度的

合理虚构，其主要目的在于我国古今一以贯之的文以载

道。例如，《项链》的主题思想一直被解读为“批判了资本

主义社会妇女的爱慕虚荣”，《荷塘月色》长期被解读为

“反映了大革命失败后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内心苦闷和

彷徨”，如此等等。文以载道式课文解读，体现出我国主

流意识形态的政治姿态与政治追求，这是任何社会任何

时代任何国家都不能免俗的传道现象。那种让课文远离

国家主流意识形态、让教育与政治“离婚”的观点，无异于

天真而不切实际。而另一种观点，即认为课文应附庸和

逢迎于意识形态的控制、课文应完全为政治思想服务的

观点，亦是相当有害的。

３．２　授业的需要：从作品到课文的某些必要加工
课文是语文教材的组成部分，而课文则来自于作品。

大多数课文，是以文学作品为核心组成的。文学作品在

成为课文之前，进行某些加工是必要的，因为有些作品

“仅为粗坯……实未具语文教材之资格……意不明确者，

语违典则者，往往而有，流行之赘言，碍口之累句，时出其

间。以是为教，宁非导学生于‘言之无文’之境乎？”（叶圣

陶）所以，“选定之文，或不免须与加工。加工者，非过为

挑剔，俾作者难堪也。盖欲示学生以文章之范，期于文质

兼美，则文中疏漏之处，自当为之修补润色。固陋之作者

或将不快，明达之作者宜必乐承”［３］。因而，所谓授业的

需要，即根据教学的需要，所选课文要符合文质兼美的编

写标准，以有益于学生的身心需求。因而，教材编写者在

文质兼美标准的指导下，根据语文教学大纲的规定，可以

“在不损伤原文精华的情况下略加删节……可以根据教

学的需要作适当的加工或改写”［４］。在作品的文字加工

方面，教材编写者进行加工的成功例子有很多。例如，郭

沫若的诗作《天上的街市》，在被选入人教版初中语文教

材时，编写者就作了几处加工：“好像”改为“好像是”，

“那隔河的牛郎织女”改为“那隔着河的牛郎织女”，“不

信，请看那流星／那怕是他们提着灯笼在走”删去“那怕”，
这些加工不仅更符合现代汉语的表达习惯，而且增强了

诗歌节奏的舒缓之美［５］。在作品的思想内容方面，教材

编写者进行加工的成功例子也有不少，例如，曹雪芹的

《葫芦僧判断葫芦案》，在选作高中课文时就删除了有关

冯渊同性恋癖好的文字；老舍的《在烈日和暴雨下》，删去

了小福子卖淫的情节；曹禺的《雷雨》（节选），也没有选入

周萍与繁漪乱伦的情节。因为这些不健康的思想内容既

与学校的正面教育相悖，也不利于未成年学生的身心发

展。可以说，作品某些必要的加工，就是课文合理的虚

构。当然，编写者的某些必要加工，不可避免会存在社会

时代的局限性、个人视野的褊狭性，从而出现不妥当的情

况。例如，《荷塘月色》曾删去“又如刚出浴的美人”、“峭

楞楞如鬼一般”等句子，《谁是最可爱的人》曾删去吃苹果

和爱人散步等所谓小资情调的句子，等等。然而，绝大多

数质疑者常纠结于这些不妥当的局限性，猛烈批判这些

细枝末节的非主流加工，倡导原汁原味的原作呈现，拒绝

一切加工。这种观点把“作品”完全等同于“课文”，有意

无意忽视甚至抹煞两者之间的区别，从而导致某些遮蔽

的新危险。

３．３　立人的需要：道德譬如花下之土
中国教育以培养厚德的圣贤为古今使命，道德教育

从来都是第一要务。品德事关重大，因而语文教材中的

课文内，总是矗立着无数真善美化身的道德榜样，旨在培

养学生良好的行为习惯和道德品质。

课文中的道德榜样群，是编写者以或真实或虚构的

真善美来培养学生在现实生活中的真善美，试图为“祖国

的花朵”们树立起一道无比坚固的“防火墙”、一片四季葱

郁的“绿化带”。例如，名人的美德、英雄的崇高、母爱的

伟大等是一代代学生所熟悉的内容，常常会对中小学生

的人生观价值观产生终身影响。让心智未成熟的孩子远

离“很黄很暴力很私欲”的诱惑，让心灵纯净的孩子在一

个桃花源般的“洁本”世界里健康成长，这是成人的责任，

也是教育的使命，或许还带了那么一点残酷现实的无奈

选择。诚如柏拉图所指出的，“决不该让年轻人听到诸神

之间明争暗斗的事情（因为这不是真的）。如果我们希望

将来的保卫者，把彼此勾心斗角、耍弄阴谋诡计当作奇耻

大辱的话”，因为“先入为主，早年接受的见解总是根深蒂

固不容易改的”（柏拉图），所以“为了培养美德，儿童们最

初听到的应该是最优美高尚的故事”［６］。于是，在教材编

写者笔下，爱迪生机智地用有影灯救了患阑尾炎的妈妈，

华盛顿砍了樱桃树勇敢承认错误，归有光十七八岁时闻

达于诸侯的壮志就变成了无言的省略号。的确，“道德是

‘为人的’，也是‘人为的’”［７］，“如果不能经常目睹伟大

崇高，道德教育便无从谈起。如果我们不伟大，我们做什

８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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么或结果怎么样便无关紧要”［８］，因而教材编写者关于人

物或情节的某些虚构，是合理合情的。然而，质疑者抨击

得最为激烈的恰恰就是课文中的道德教育：他们反对把

儿童看成是“包装美德的口袋”（科尔伯格），反对宏大叙

事的伪崇高，反对粉饰课文内外的生活，要求课文内容做

到“毫无假借的直率，生活表现得赤裸裸到令人害羞的程

度，把全部可怕的丑恶和全部庄严的美一起揭发出来，好

像用解剖刀切开来一样”［９］，因为“预先把甜、酸、苦、辣都

叫他们尝尝”（叶圣陶、夏硏尊），才可以锻炼学生的“胃

口”，增强抵抗力。但质疑者们似乎忘记了：

其一，文学的真实不等于生活的真实。大多数课文

属于文学作品，“文学的真实，指的是艺术的真实，它往往

并不局限于对生活的如实摹仿，而是侧重于对生活的发

现和创造”［１０］。换言之，文学应基于生活、高于生活。而

且，“基础教育的首要任务不是批判而是建设，不是展示

人类罪恶，而是将一颗爱与尊严、理想与诗性的种子悄悄

种植在孩子们阳光灿烂的心田”［４］。所以，课文中的道德

榜样只要是可信的，其真实性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成年

人用各种可能与手段，来让孩子们扮演他们所期待的角

色。他们相信孩子应当成为成人心目中理想的孩子，成

长为一个合乎社会要求的、标准的社会人”［４］。

其二，道德教育既为今日之生活，更为明日之生活。

“必须承认，教育的箭头永远指向‘明天’……任何教育行

为都包含着教育理想的期许与教育目的的追寻”［１１］，真

善美的道德教育目的本身就是一种必要的乌托邦：道德

教育是现实的，也是超越的。

其三，道德既是国际化的，也是民族化的。“道德教

育绝不是纯粹伦理性的，而且还应包含更大的使命和责

任，这就是民族的精神、国家的意志和历史的责任”［７］。

比如，孝顺这一美德，是中华民族特有的百善之首，但在

多元化后现代的国际背景下，世界物欲膨胀，情欲泛滥，

利己主义盛行，而正处于体制转型时期的中国，也出现了

“人们对道德和责任的要求已降到历史的最低点”［１２］，

“我们的道德教育正试图置身于我们的文化和历史之

外”［７］此类道德弱化淡化、去道德化甚至道德去民族化的

现象。因此，我们在拒绝浅薄的道德教训与道德灌输的

同时，在拒绝道德泛化、去道德化的同时，也应该拒绝道

德的去民族化。文化可以民族化，道德同样也可以并应

当民族化。

４　关于“合理虚构”权的度
教材编写者的“合理虚构”权并非无度，而应适度。

编写者的“合理虚构”权主要体现在课文的传道、授业与

立人三方面，“合理虚构”权的适度自然也就包括了文以

载道的适度、文质兼美的适度、道德教育的适度：我们主

张文以载道，但反对课文的唯意识形态论与唯政治论；我

们坚持文质兼美，但反对课文不妥当的加工与一统教材

的原作呈现；我们认为品德事关重大，但反对课文的道德

泛化、去道德化与道德去民族化。然而，适度（更多的人

主张淡化）是具体的度吗？是度却又不是度：没有边界，

无法量化。这种模糊的权度观，也是极具中国特色的中

庸哲学观：若即若离，不即不离。面对这种模棱两可的权

度观，我们应有这样的逻辑思考：被质疑者们不断谴责的

“主流意识形态，是否就那样一无是处？……非主流的意

识形态是否就那样十全十美？”［１３］、“政治性强艺术性就

弱”即“政治性强、人情人性就弱”［１３］是否真的正确？课

文内真善美的绝对统一与生活中真善美的相对错位如何

解决？这些问题，笔者无法解答，质疑者恐怕亦如是。模

棱两可的适度，没有终结的思考，但有一点是很明确的：

在教材编写者的合理虚构与合理虚构权方面，质疑者批

判有余，建设不足。这种不具有建设性的批判，“伤于溢

恶，言违真实则感人之力顿微”［１４］。

综上所述，需要，是一种存在价值，也是一种存在局

限，正如硬币的正反两面，任何社会、任何时代、任何教

育、任何人都无法避免。而我们的需要，又无法与我们自

己的过去一刀两断：人是历史的人，思想是历史的观念。

中国传统也无法以西方“价值重估”（尼采）的方式进行颠

覆与解构，“真正的传统并不是一去不复返的过去的遗

迹，它是一种生气勃勃的力量，给现在增添着生机和活

力”［１５］。教材中“中国式”的主题“文以载道”、“文质兼

美”、“厚德载物”，既是我们的过去，也是我们的现在，恐

怕还是我们的将来。或许，有中国特色的教育、教材与课

文就是：不管教科书的外形如何包装、课文的内容如何编

选，打开来看，里面依然是黄肤黑睛的中国心、中国情。

而那些太多脱离中国的历史语境、引经据典的质疑与批

判，也该逐渐从尘上落入尘下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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